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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的变迁及其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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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南 A村农民合作经历了从传统的互助合作以及宗族组织的合作到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合作，再到主要是

基于经济关系的合作，且合作领域和频率日趋减少并最终陷入合作难的困境的历史变迁。农民合作困境的缘由在

于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职能的弱化、小农经营的消极影响、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以及农民 “搭便车” 心理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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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ments of peasant's cooperation under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taken Village A, a southern village of Hunan as an example 

CHENG Xin-you1，WANG  Fang 2 

(1.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7, China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peasant's cooperative way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ystem 
and the farmers in traditional era,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era. It attempts to announce the 
historical cause of the cooperative predicament in the countryside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finds out the reason of 
peasant's production cooperative predicament: the management fun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s weakening, the 
impact of small-scale business is negative, and the peasants is motivated by “free rider”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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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 合作 ” 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乃指社

会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合作是

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自然

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

“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

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

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

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

也。”当下中国面临着众多转型期的问题，其中，

“ 三农 ” 问题为社会各界一致认为是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 为

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

民，怎样组织起来，增强合作，是当前的重点。因

此，农民的合作能力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要点。 

一般认为，农民合作是指农民个体、群体在

逐渐脱离生存理性而向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飞跃

时，为满足或维护自身利益，分散个体单独经营的

风险，汲取必需的社会资源，主动或在他人引导说

服下，通过制度内或制度外方式与其他农民个体、

群体达成一种联合，以实现自己在单独情况下无法

完成的目标的一种基本的社会互动形式。关于转型

期农民合作的研究，学界主要是围绕 “农民合作

难与否 ”以及农民合作的制约因素和合作机制等

问题展开争论与探讨，见仁见智。曹锦清认为中国

农民善分不善合，因为中国传统村落里的农民没有

“ 共同体意识 ”，那些无法自给自足的家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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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依靠血缘关系网络内的 “ 礼尚往来” 的

关系运作方式来解决的。农民只知道自己眼前的利

益，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

形成的各农户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这种传统农民合作形式使得农民之间无法通过

平等协商建立起契约合作组织[1]。贺雪峰对此持不

同意见，认为笼统地说“ 农民善分不善合” 是

不确切的，但用此来形容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

际却是合适的。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对传统的打

击，使村庄社会关联度大为降低，农民成为原子化

的个人，进而导致要达成平等协商的契约型合作的

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2]。党国英也认为中国农民并

不缺乏所谓合作的素质，而是缺乏愿意和他们公平

合作的社会外部力量[3]。吴思认为农民不合作或合

作难仅仅是农民趋利避害的结果[4]。徐勇进一步指

出，农民善分不善合不是“天注定”，而是取决

于合作能否带来“好处”，在利益的驱动下，农

民既善分也善合[5]。胡敏华则指出，农民是否合作

取决于合作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如农民自身素

质、外部的法律保障、政策激励、信息获取、公共

产品供给等等[6]。罗兴佐认为，脱离对合作类型的

考察，抽象谈不善于合作，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

合作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外生型，它主要

通过外部压力将分散的个体纳入一定的组织体系

中而强制人们合作。第二种为内生型，又可分为两

种亚类型，其一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自愿合作，它以

市场为依托，以利益为纽带，通过内部规则而实现

合作；其二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自治型合作，它以一

定区域为边界，以对社区利益和共同规范的认同为

基础而实现社区事务的自组织治理。在传统农村社

会中存在以宗族为基础的自治型合作；而以人民公

社制度为典型代表的外生型合作，由于建立在外部

强制力的基础上，一旦强制力减弱或者消失，原有

的合作局面将难以维持(罗兴佐：农民合作的类型与

基础，www.lookinto.cn，2010-01-15)。宋圭武也

意识到，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

一个假命题。合作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合作。中国

农民合作的难易取决于是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合作。

当前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

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向符合社会化大

生产的以契约为主的现代合作形式的转变(宋圭武：

中 国 农 民 合 作 问 题 研 究 ，

www.chinareform.org.cn，2009-07-10)。因此，管

爱华认为，当代中国农民拥有血缘基础上互助合作

的精神与经验，而缺乏现代的、作为经济伦理意义

上的平等合作的精神与经验[7]。井世洁同样指出，

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有利于农民走向血缘、地

缘为主的局限于熟人范围内的合作，但不利于他们

走向以契约为主的超血缘、地缘的陌生人之间的合

作[8]。这些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笔者对农民合作问题的探究就是源于对当前

学界关于“ 农民合作难与否” 的争论以及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民组织化要求的思考。但以上

观点多是从经济变迁和社会性质的角度，即从共时

性的视角分析。虽然共时性的分析描述必不可少且

很有必要，但仅仅从一个横向剖面，无法回答问题

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对农民合作能力作历时性分

析，即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进行探讨。笔者试以湖南

南部的一个村落农民合作的历史变迁为例，从共时

性与历时性的双重视角，分析农民生产合作困境的

缘由。 

二、A 村农民合作的变迁历史与现实

困境 

1. A村的基本情况 

A村是一个自然村，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湖南省

W市(县级市)D镇。W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共 74

万人口。2008 年，生产总值 525 262 万元。W 是

一个农业大市，有农村人口 64 万余人，经济相对

比较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经济来源靠本地农

民南下广东等省打工，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市，有男

女劳动力 48万人，常年外出务工的有 13.7万人，

每年创造的劳务收入近 20亿元。 

A村处在河谷冲积谷地，距离资江一公里。资

江是湖南四大河流之一，属洞庭湖水系。资水的正

源赧水发源于北青山，发源地高山峻岭，为高山峡

谷区，坡陡流急，但到W市附近即进入山间盆地，

地势平坦开阔，坡度平缓，大部河谷平缓，A村即

位于此处河谷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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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村人口 452人，80余户，人口姓氏主要是 C

姓，约占 80%以上，据《C 氏族谱》记载 “A 村

C氏始居安徽歙县，祖涛公，官泉州司户参军，生

汝楫、汝棠。汝楫官宝庆教谕；汝棠从兄于官，因

家邵阳，生彦清。彦清徙居W市 A村 ”。居此，

至今以有 500多年历史，繁衍至 21代。 

A村以种植水稻以为主业，其所在的三岚大陇，

是资江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是W市

重要的粮食产区。A村人均有一亩二分地。人民公

社时期，水稻亩产在 600斤上下徘徊，人均产粮(包

括红薯、杂粮)为 400斤以下。随着家庭责任承包制

的实行，水稻优良杂交品种的推广，以及农药化肥

的广泛使用，产量大幅提高，亩产达 800—1 000斤，

人们基本能满足口粮以及家庭养殖用粮。但是收入

来源有限。改革开放之后，村民纷纷外出经商务工，

主要是南下广东打工。据笔者调查，全村常年外出

务工经商人员 203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40%。以

人均外出劳务收入一万元计算，全村每年务工收入

约 200万元。除了少数读书的学生以外，A村几乎

所有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这几乎成为当地的传统。

当地农民只要觉得其子女读书没有希望，小孩一般

在初中毕业或辍学后即被送到广东打工。 

2. A村农民合作的演变 

(1) 民国时期，主要是传统的互助合作以及宗

族组织的合作。传统中国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

的乡土社会，自给自足，强调血缘关系，是 “ 伦

理本位 ”的社会，其行为模式是 “ 差序格局 ”
[9]。差序格局的关系性质导致中国社会中群己、人

我边界的模糊性、可移动性。家庭是最小的行动单

位。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类似宗教的、阶级的、民族

的团体组织，最认同的就是家庭，个人淹没在家庭

中间[10]。在家庭中，个人负有深厚的责任和义务，

成员间利益是统一的，相互间不需要进行理性区

分。在私的范围内，人们是无私的，各尽所能，各

取所需，而在公的范围内，人们又是自私的，是只

讲权利，不讲义务。在 A村，这一时期的的农民合

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宗族组织集体行动来解

决一些村庄内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如公共的祭

祀、应付荒歉的义仓、资助困难农家子弟读书的学

田等。这是因为，中国农村农民历史上一直处于国

家政权统治的边缘，国家对农村的统治建立在对宗

族的认可和授权上，宗族力量主导农村公共产品供

给制度由来已久。另一种是在血缘、亲缘、地缘基

础上的合作，主要通过人情往来、邻里互助等社会

交往式合作来解决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上遇到的

困难与不便。据 A村老人们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前，A村同姓的堂兄弟之间许多居住在同一

个围屋或附近，农忙季节往往会相互帮忙，协作生

产。遇到红白喜事、春节、清明节等节日，附近的

亲戚会主动来帮忙。当然，除了具有血缘关系的至

亲之外，同村的邻居也会互相合作，但农业生产方

面的合作以“换工”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A 村村民对本宗族的认同和

“ 屋里人” 的观念十分强烈，人们对待宗族成

员和 “外人 ”有着两套不同的法则和规范，对

“ 屋里人” 做事说话都要有分寸，不能超过一

个度，而一旦越过了就等于是把他当“外人 ”对

待。A村村民认为，“ 五服 ”之外的同姓村民之

间已经没有血缘关系，与普通村民间无异，其交往

密度远不如“ 五服 ” 之内的堂兄弟之间交往频

繁。这种认识既构成 A村农民合作的心理基础，又

是 A村农民难于深入、广泛合作的原因。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主要

是国家政权主导下的合作。新中国建国后，国家将

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造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成

为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土地所有者。国家希望通过

土地分配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进一步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工业化打好

基础。A 村在解放初期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A

村占有 100多亩耕地、住着四合院的 4个大地主被

打倒，土地和房屋被均分，每户农民都分到土地。

在计划经济时代(1949—1978年)，农村组织制度大

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四

个阶段的历史变迁。这一时段，国家全面介入农村，

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

控制体系，乡村处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中，散落的农

民被组合起来，结束了“ 一盘散沙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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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历史之巨变。这一阶段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

合作，一方面是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为工业化提

供了大量原材料和劳动力，粮食生产的稳定也为城

市的生产和建设提供保障。另一方面是因为集体合

作和集体主义产生的热情，土地调整、道路建设、

水利设施的兴建都变得容易得多，许多大型水利设

施和村庄的规划都在此时期完成，村庄纠纷也很

少。如 A村的中型水库和诸多塘堰都是在这一时期

兴建的。据 A村老人回忆，村民们修塘坝，平整道

路，干劲十足，而且都是义务的。因此可以说，在

这一体制中，国家是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源

的控制，强制了农民合作。农民合作问题实质上变

成了国家的一个组织问题。国家的强力介入，克服

了几千年来农民的组织困境，从而在短期内建造起

了无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基本上实现了

农田水利化。 

(3) 改革开放至今，主要是基于经济关系的合

作，且合作领域和频率日趋减少并最终陷入合作难

的困境。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家庭承包责任制的

实施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A村“ 一家一户 ”的

分散农户再度成为了独立经营、核算的生产单位。

A村农民既失去了传统互助合作以及以宗族组织的

合作的基础，又没有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国家组织合

作的可能，更无法通过自发联合起来，建立平等协

商的契约型组合作织。村庄越来越缺乏公共生活，

道德约束力极大降低，甚至出现 “ 笑贫不笑娼”

的俗语。概言之，A村社会结构日益呈“碎片化 ”、

“ 原子化” 状态，农户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少。

乡村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原子化的个

体经济—汪洋般的小农竞争—人性自私逻辑的运

行—农民的分化和分裂—贫困和保守思想的维持

—农民进一步的原子化。 

首先，在市场化的侵袭下，A村农民之间仅存

的一点合作关系也越来越理性化，传统的温情脉脉

的关系，逐步被货币关系所取代。农民越来越理性，

趋于以金钱来衡量、解决生产生活中碰到的问题。

如修房、红白喜事、农忙等，农民传统的基于人情

关系的，有来有往的互助合作，逐渐演变为用金钱

的形式来解决[11]。 

案例 1：在 A村，人情开支在家庭支出的比重

逐年增加。相互之间赶人情的，多是亲戚、朋友、

同生产小组的村民，除婴儿满月、周岁、结婚、生

日、葬礼、迁新居等要赶人情外，还有其他种类繁

多的人情名目。就像 A 村某村民所言：“这是一

个恶性循环，如果你家的事少，就会赔本，所以就

巧立名目，大家都巧立名目，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

环 ”。结果，大家都陷在 “赶人情” 的漩涡里

不能自拔，“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盖卖 ”。债可

以拖着不还，而人情却躲不过，所以必须想办法办

喜事。赶人情渐渐成了敛取钱财的工具，且愈演愈

烈。据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讲，过去赶人情的礼物

主要为米、布料、糖等实物或 2—10元钱，而现在

则一律是货币，视关系的亲密程度，礼金为 50—500

元不等。据初步统计，A村每户农家一年的人情支

出需上千元。本来作为人际关系润滑剂和互动纽带

的人情往来，演变成以金钱为中心的农民交往，重

塑了农民之间的关系和联结方式。大家谈到的首先

是钱，数量的规定性逐渐取代了质(感情)的规定性，

理性计算成为村民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人亲不

如钱亲 ”、“ 没钱没脸面 ”成为村民的信条。

“ 赶人情” 这样的“ 礼尚往来” 逐渐脱离了

农民社会交往合作的性质，越来越具有可计算性，

强调量的特征，强调金钱的作用。 

案例 2：在 A村，修房子是件大事，要拆旧房，

建新房，这对于一户农户而言是个大工程。在市场

化大潮冲击以前，村里人对于这类帮忙是非常热心

又积极的。只需户主叫上一声，全村劳动力都会过

来帮忙。干活时，倒杯茶、发根烟，再聊聊天，无

须答谢酬劳，帮忙的人干完就回去了。劳动工具也

是从各家借来，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因为每

家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熟人之间互相帮助都习以

为常了。当然，在房屋上梁和完工之日，户主要请

村民吃顿丰盛的饭。不仅盖房子的时候是这样，做

其他大事时也一样，比如在村民婚丧嫁娶时，村民

会自动聚在一起帮忙，打杂、烧饭、做菜，大家在

一起忙忙碌碌，说说笑笑，气氛融洽。用具不够，

哪家有就拿出来，再没有就去别家借，借往频繁。

而现在修房子一般是全部承包给一个施工队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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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头；婚丧嫁娶时大多是把酒席承包给专门的厨

师，桌碗勺筷等用具也由厨师准备，无需到左邻右

舍处借。这样根本就不需要邻居、朋友、亲戚互相

帮忙，唯一需要的就是金钱，因此“金钱万能”的思

想在村落里蔓延。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淡薄，

合作也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了。 

其次，村庄公共领域的合作难以组织。这一点

从 A村修路和整修水渠的集资问题上可见端倪。 

案例 3：道路在村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所

谓“要想富，先修路 ”。A村的主干道路是在人

民公社时期初步修建的，路基很差，地势高低不平，

坑坑洼洼，下雨时不穿雨靴根本不能行走，特别是

农用拖拉机无法平稳行驶，易出事故。村民从外面

运回化肥、饲料等物资以及将农产品外运出去也极

为不便。因此，A村村民都迫切硬化路面。随着新

农村的建设，2007年冬，国家给每村拨款 20万元，

用于“村村通工程 ”，其余部分由村民自筹。按

预算，A村修路资金上除国家拨款外，还存在较大

的缺口，需挨家挨户摊派。面临此问题，不少村民

却以各种理由推诿。最后召开村民大会，以 20 万

元将村集林地和水塘以 70 年承包期承包给某村民

才基本解决筹资问题。 

案例 4：A 村村民曾经共同商议重新修整一条

水渠，但无果而终。该条水渠是在“大跃进”时期修

建的，由于年久失修，导致毁坏、堵塞。如果在计

划经济时代，水渠可由人民公社组织村民共同修

整。但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家家户户分散

经营。而且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人的农户，均

有重修水渠的需求又都寄希望他人，几经协商，村

民达成分摊修渠所需人、财、物力的协议。具体的

分摊，主要依据从水渠中获得好处多少或使用水路

的远近。80多户农户中，有的农户人多，有的人少；

有的农户水田多，有的水田少；有的农户水田靠近

水渠，有的则远离水渠；有的农户劳动力外出打工，

对修水渠要求不强烈，有的农户劳动力在家务农，

迫切要求修通水渠。因此，很多农户出钱的积极

性不高，甚至互相推诿。而且，即使所有农户都

从中得到同等的好处，因而应该支付同等的成本，

他们修水渠时出钱的意愿也是不同的，每一户农

户都会以各种借口尽量少出资或者不出资，就使

其他农户产生抑制不住的搭便车冲动，水渠修理

最终结果就如农民所说“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

汤”，无疾而终。 

三、农民合作困境的缘由 

1. 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职能的弱化 

农村基层组织，即农村村级组织，主要包括基

层政权、基层党组织和其它组织三个方面，如村党

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团支部、村妇代会、村民兵

连及“两新”组织(“ 新的经济组织 ”和“ 新

的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基层组织在领导农村社会变

革进程中作出很大的贡献。但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和农业增长方式的深刻变革，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出现了许多与新形势、新情况难以适应的新问

题、新矛盾。例如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乡村基层组

织管理职能面临着各种困境，包括职能界定不清、

法定职权缺失，一些组织日常运转面临断档，自治

组织不能提供有力支撑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削

弱了乡村基层组织的权力基础，导致国家基层政权

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放松，农村基层组织号召力明

显弱化。这是因为，目前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

村村集体经济薄弱，甚至为零，村级组织依靠有限

的转移支付确保自身运转都困难，没有能力为群众

提供公益事业方面的产品。此外，随着农民进城务

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农村 “精英” 外流，致使

村 “两委” 换届选举时可供选拔农村干部的范

围大大缩小，加上农民享受教育资源相对较少的局

限，导致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不少村组干

部缺乏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在带领群众致富过程中的战

斗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当村民之间需要合作时，

基层组织难以凭借强力组织使村民达成合作。如 A

村 “一事一议 ”执行效果就很不理想，制约着

村级组织兴办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的能力。由于该村

村级组织传统管理约束手段削弱，部分农民合作意

识淡漠，一些村级事务和公益事业常常是一部分农

民愿意办，因一部分农民顶着不办，村级组织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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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强制措施及制约办法，干部也无可奈何。可见，

村民的自主性增强并没有带来农民之间合作水平

的提高，反而因为国家的退出，原来依靠乡村基层

组织的合作模式也瓦解了。 

2. 小农经营的消极影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实施，在调动农民积

极性、提高农业产量上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

农村土地基本上按现有人口平均分配，把整块土地

分割成许多小块分户经营，田埂、沟堰占了不少耕

地。由于耕地面积狭小，农民还在沿用传统手工劳

动工具，机械化大生产既不合算也不可能。这既不

利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分工的发展，

更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使

中国农村经济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使中国农

业生产长期滞留在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导

致农产品成本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率低

下[12]。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天然缺乏社会化的大分

工，社会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应社会化合作的

缺乏。同时，由于土地承包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有

所放松，这种单家独户的分散生产经营方式，无疑

会导致农民集体观念相对淡化和农民间合作的减

少。 

3. 市场化浪潮的冲击 

在市场化浪潮席卷整个中国的背景下，市场化

的运转模式与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民。农

民已经认识到自身劳动力是有价值的，是可以立即

兑现成货币的。他们在人情和可以货币化的劳动力

价值之间不得不做出选择，最终，人情被农民发现

劳动力价值后的理性计算所稀释，农村社会熟人之

间的互助与合作机制就被瓦解，撕裂了由亲缘和地

缘所构筑的社会联结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毕竟，以

理性计算为特征的劳动力价值观和在熟人社会中

换工与互助表现出来的人情观念，是在不同性质社

会中存在的观念。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与此同

时，农民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需要用

货币从市场上购买，货币的积蓄和流通在农民日常

生活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而乡土社会中

人情往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为纽带的，货

币一旦代替了人情，也将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特殊关

系抹杀了，每个农民之间的关系都是等距离的。这

是对以亲缘、血缘等特殊的、非等距的社会联接方

式的消解。同时也是农村社会资本流失的一种表

现。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生活越来越受

到冲击，老百姓也都在想方设法地多挣钱，村民之

间的人际关系日趋理性化，货币越来越成为瓦解村

庄共同体生活的一种重要力量，人们的日常需求越

来越依靠货币来获得满足，村民从各种温情脉脉而

又带有束缚性的村庄共同体关系中解放出来，而通

过货币与更大范围的“ 社会 ”联结起来。这样，

原本的村庄共同体被破坏，农村社会出现难以避免

的断裂，伴随着农民之间合作基础的瓦解，其合作

陷入困境。 

4. “搭便车”心理的驱使 

集体行动中的 “搭便车 ”理论是奥尔森在

1966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来的。

该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

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

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

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为获取某一公共

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

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从而自己坐享其成。 

长期以来，在 A村公共事务中，哪怕是对全体

村民都有好处的事情，也会有人要搭便车，这是在

公共产品提供时不可避免的现象。税费改革以前，

对于此类搭便车现象，A村村委会有相应的制约手

段。因为，村级组织掌握着土地调整和发包的权力，

可以使用税费减免或奖励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相应地也可以使用这些办法对某些村民实施惩

罚，这样搭便车行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

一些村民考虑到行动的代价可能会很大，所以不得

不交钱来进行村庄公共建设。同时，一些项目实际

上是统一收取然后再按照不同用途开支的，比如说

从承包地的发包费用当中支出，不需要临时再向农

民收钱，这样也就不存在搭便车的操作空间。但在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这些制约手段都没有了，如果

有村民要搭便车，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对其实施制

约的手段[13]。 

同时，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逐渐消失也滋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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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的搭便车心理。改革开放以来，A村村民的流

动增加，村落再也不是封闭的，而是逐渐向外开放，

村庄人口大量外流，年轻劳动力基本外出打工，留

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小孩，农村正逐渐变成一个

“ 半熟人社会 ”甚至 “陌生人社会 ”。外出

农民一年基本只有过年时才回家团聚，他们对对村

庄公共事物愈加漠不关心。村庄和宗族也不再是农

户获得资源的唯一地方，如此一来，农户间的博弈

就成了一次性博弈，农民在熟人社会中理性行动的

逻辑及他们与此相适应的特殊的公正观，已不再受

到诸如传统的组织力量与文化力量的约束，其搭便

车心理潜滋暗长，导致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变得困

难。因为，合作的参与方不能惩罚不合作的参与方。

而外部的机会很多，农户随时可以退出合作。农户

存在“先偷懒然后退出获得外部机会”的动力或者干

脆“获取外部机会而从不与其他人合作 ”。总而

言之，在这种环境下，“ 声誉机制”已经不起作

用[14]。 

四、余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我国农村发展战

略的根本转向，即从资源提取转向工业反哺农业，

从 “消灭农村 ”转向 “建设农村 ”，这种转

向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空间。而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讨论则过于强调农

村的经济建设，而忽视了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而

组织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重点是培育农民的合作精

神与合作能力，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成为新农

村建设的主体。在市场化已经席卷农村的背景下，

农民日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农民间合作的条件

正在一步步的破坏。当前，只有通过一场合作化运

动才能重建农村的社会关系。因此，要把农民的组

织化、农民间的合作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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